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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1938年 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 2路军第 5军妇

女团八位女战士在乌斯浑河与日伪军展开战斗，最

终被敌军围困，投江牺牲。这一事迹被后世称为“八

女投江”，乌斯浑河流域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

县等地均设有相关纪念碑、纪念馆，以纪念这一英雄

事迹。

在牡丹江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中，“八

女投江”是抗日战争时期红色英雄人物中最为熟悉

的一组群像，频繁出现在地区历史研究和宣传资

料的叙述当中。近年来，随着东北抗联史的考证

与研究逐渐在历史学界受到重视，“八女投江”作为

东北抗联史的一部分，也再次进行了官方的历史考

证工作。

譬如，1993年出版的《牡丹江市志》将“八女投

江”概述为“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等 8
名女战士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老道渡口，为掩护

部队转移，与日本侵略军激战，弹尽援绝，投江殉国，

后人称此壮举为‘八女投江’”。①《林口县志》在此基

础上列举了“八女”人物小传，基本汇集了当时能够

找到的口述和访谈资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具象。②

《黑龙江朝鲜民族》大事年表中的记录也与《牡丹江

市志》基本一致，提及冷云时用“冷云(汉族)”的写法，

其他则重点提了朝鲜族的“安顺福、李凤善等8名妇

女”。③《中共牡丹江地方史(1919-1949)》则在事件本

身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叙事的升华：“‘八女投江’

的英雄事迹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而英勇杀敌，抗战到底。”④

然而如果我们把“八女投江”这一段革命历史放

置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下进行解读，我们会发

现，在这一案例中，“故事”与“历史”似乎是一脉相承

的，传于众口之中，具备何时、何地、何人等基础史料

信息要素，有代代流传的可能。但同时，“故事”与

“历史”又充满着矛盾，更简短的原始叙述往往更像

“历史”，反而是后期不断添加的丰富的对话、细腻的

场景则缺乏史料的可信度，呈现出“故事”的虚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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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有关“八女投江”的历史材

料、电影、评剧等文本叙述中，女英雄、女战士、女烈

士，这些带有性别标记的词汇不断出现，并透过记忆

与记忆的表述流露出来。哈布瓦赫(2002)明确指出，

记忆总是对过去的一种再建构，与真实之间保有距

离。⑤在再建构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受到当下社会环

境的影响，用现实的社会框架影响记忆的形成。而

记忆中的性别关系与现实中的性别关系相比，之所

以会发生变化，与记忆自身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关

系。⑥那么，“八女投江”中的性别特质是刻意建构的

吗？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和过程完成了建构？不同类

型的创作者如何理解、如何表现出“八女”的性别身

份？强调集体、强调统一性的革命精神是否会与性

别特质产生冲突？冲突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或者

说，性别特质何时可以辅佐革命叙事、何时又会阻碍

革命叙事？

Joan Scott在其经典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

的历史分析范畴》中就曾指出，社会性别有助于我们

拓展更广阔多元的研究光谱，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

范畴的研究，可以为历史社会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图

景。⑦据此，本文以“八女投江”作为具体分析案例，

并提出“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这一崭新的

分析框架，在第一手的地方文史资料、回忆录、电影

文本以及非公开的内部调查报告的对比与印证基础

上，从性别维度切入这一革命事迹的成型过程，以探

讨不同类型的回忆主体和叙事者如何透过性别特质

构造社会记忆。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供以下两个方向的

新思路。其一是对记忆塑造目的与成果之差异的补

充性探讨，即在某一历史背景下、某一主体展开了服

务于某一目的的“回忆”，其后的考证工作或艺术创

作又以之为背景，陆续为这段记忆添砖加瓦，生产出

该时代的“事迹”。而在横向比较上看，已有研究多

关注女性身份与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张力，

本文也延续这一关怀，同时尝试在这种张力之间观

察平衡点，或者说是交叠之间的缝隙，透过不同类型

的回忆主体和创作者，揭示出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

神和性别特质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二是对记忆机制

研究的丰富，本文提炼出塑造性别的记忆的四层机

制，并尝试对于不同类型记忆主体展开分类，围绕本

土一手材料进行考察，以期促进以中国经验为基础

的记忆研究。

二、文献回顾

在社会记忆研究中，虽然“性别维度也是不可忽

视的部分”，⑧但总体来看，性别视角在记忆研究整体

中得到的关注度较为有限。过往相关研究较多集中

在集体记忆的建构、民族与国家的形塑过程等相对

宏大的命题上，基于已有对记忆系统及运行方式的

理论性著作也更多着眼于民族国家中国民所共有的

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感。⑨在经验研究层

面，学者们也更多地关注受教育程度、种族、政治认

同等因素对于集体记忆的影响，⑩并试图发掘集体记

忆中社会与代际的根源。与此同时，国内记忆研究

方面主要也受到西方学界“新社会文化史”的潮流影

响，倾向于选择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切

入点，探索集体记忆的形成及其心理与行为的历史

机制。

而在现有的革命叙事与性别的研究中，研究者

主要将性别作为自变量，社会记忆作为因变量，并在

两个维度上进行集中的分析。第一个维度，是在分

析方法上，将性别作为影响集体记忆的解释要素之

一，重点考察在宏观历史事件的迭变中，社会性别如

何和民族、政治组织、权力变更等变量一起共同塑造

了共有的集体记忆或者分叉的记忆叙事。譬如 Jo⁃
hanna Mannergren Selimovic对卢旺达大屠杀后的纪

念仪式与性别叙事展开研究，发现女性仅以强暴受

害者和母亲的形象而接受哀悼，且经历被审查和去

个性化，这种自上而下的记忆政治以精英叙事作为

主导，某种意义上否认了女性的其他可能性与遭受

的具体苦难，因此在现实层面限制了她们于和平时

代的行动能力。Srila Roy以 20世纪 60年代孟加拉

发生的极端左派运动(radical left Naxalite movement
of Bengal)作为案例，描绘出这一运动过程中女性革

命者的经历。研究发现，女性在运动中多担任通讯

员职责，在庇护所等空间不断被边缘化，同时受到自

身出身阶级的限制，从事革命的回报相当有限，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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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用女性特质与母性特质来达成部分目的，但在

对应实践中，母性与革命被分隔开，建构出一种牺牲

一切的英雄觉悟。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谢思以西

双版纳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如何参与 20世纪 50—
60年代解放作为研究主线，认为妇女群体的社会

文化角色和政治作用在革命过程中主动及被动地

发生了转变，从而勾勒出少数民族中女性群体的

发展历程。

第二个维度，则是在研究路径上，将“女性被访

者/口述者”作为叙述主体，集中描绘女性作为历史

事件的亲历者，她们如何以口述史方式展现、澄清某

段集体记忆，或以之解释特定时期内特定群体的记

忆如何形成。譬如郭于华通过对经历过陕北骥村农

业合作化过程的当地女性的生活史调查发现，女性

对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体验，是通过

个体记忆和自我理解所建构的。诚如郭于华所言，

“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的记忆

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她们是在用身

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

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

交融，情感相系”。而另一个代表性研究，则是贺萧

(Gail Hershatter)的著作《记忆的性别》(The Gender of
Memory)，以陕西72位农村妇女的口述访谈为一手资

料，提炼出20世纪中期中国地方社会中的寡妇、积极

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等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这

些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理解与回应社会与政治变

迁。贺萧在研究中，将访谈对象所叙述的个人生活

史的线索，汇聚成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呈现出她们

曾经历的过去与正经历的现实共同组成的困境。正

如贺萧指出的，“我们要将社会性别看作是嵌套在一

个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实践和

理解”，其着眼点正在于作为叙述者、亲历者的老年

农村妇女们。贺萧等人的研究无疑是对 Joan Scott
所提出的“社会性别作为有效历史分析范畴”思路的

推进，在具体案例中一览无余：社会性别的具体意涵

在现当代史中不断演变，同时与亲历者的其他多重

身份产生张力。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性别记

忆与革命叙事的研究中，研究者偏重对历史事件当

中女性群体的思想与行动进行采集，集中描绘女性

作为主体，她们在国家话语等外部作用的影响下表

现出的适应与不适应，叙述她们如何通过重大历史

事件改变个人命运、诠释个体生活。换句话说，在性

别与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女

性群体作为亲历者，她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会产生

出有别于男性的时间观、代入感和理解度，从而展现

出历史固有画框之外的生动细节。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作为记忆主体的女性

已身故或因为其他限制而缺席记忆的回构，只能作

为被书写、被记忆的对象时，“记忆的性别”这一视角

就会缺乏其适用性。此外，在社会记忆的现实缔造

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虽然被访者是女

性，但是访谈者则是男性，从而体现出一种男性主义

撷取和构建历史片段的框架视角。同时女性作为主

体在叙述中，也会受到权力的干扰和侵蚀，在权力关

系中不自觉的将自己降低为“他者”和“局外人”，从

而产生出一种消极的斯多噶主义(Stoicism)倾向，主

动美化记忆、否认记忆的阴暗面。

在此情况下，“创作者”或者所谓的“记忆架构

师”(memory architect)的角色就变得非常重要。特

别是当亲历者缺失时，具有亲历者记忆特征的记忆

者，或者说类亲历者，譬如亲历者的亲人、战友，可以

补充亲历者不在场的不足，从而重构历史的场景。

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一种性别记忆视角，因不同类型

的“创作者”在身份和认知上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多元的叙事补充、场景叠加，乃至记忆的冲

突，从而显现出记忆建构过程中的细微差别。那么，

当女性只能作为被记忆的客体而存在的时候，不同

类型的“创作者”又如何影响到记忆的建构？这其

中，性别特质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据此，本文提出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这
一分析框架，将性别(换言之，性别视角下记忆的塑

造)作为因变量，着眼于“塑造记忆”的不同类型“创

作者”如何在时代背景变迁之下，通过图像、文本、口

述记录等手段对历史事件进行反复叙述和多元重

构，如何微妙地对角色性别特质进行塑造，并同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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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性别的理解如何产生变化。

特别是在革命叙事中，性别的记忆这一概念更

加强调性别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和
男性中心观。当女性被放置在不平等的社会权力

结构的末端，在性别化叙事中，女性就会被一套主

流价值偏好与价值意识所裁剪为固定化的模式。

譬如女性被塑造为富有男性英雄主义特征的革命

英雄形象，从而构建起以男性为中心的牢不可破的

权力共同体。亦或者女性被过度刻画其传统的单

一性别角色，例如妻子、母亲、恋人，当这种被社会

与文化情境所赋予的女性气质与崇高使命相冲突

的时候，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与个人思想就必须服

务于政治目标与集体利益。换句话说，当女性气质

被“创作者”凸显的愈加明显，女性群体主动牺牲自

我性别特质的去性别化形象就愈加丰满，从而折射

出男性主义的绝对权力观与女性服从式的社会文化

范式。

在本研究所选取的个案中，“八女投江”就是一

个典型的女性作为记忆主体缺失的案例。已经身殁

战场的“八女”本身并无主体性，纯粹作为被描绘的

对象而存在，并在记忆的回廊中被凝练为中国抗日

战争时期涌现出的一系列女性革命者形象的缩影。

然而稍显不足的是，国内对“八女投江”事迹进行的

学术研究数量相当稀少，大部分发表文章都是对事

件本身及历史意义的刻板复述，其他文章多围绕同

名芭蕾舞剧、绘画作品等相关艺术创作的艺术特质

进行分析，追溯革命年代中的文艺作品创作思路，如

何在艺术层面服务于“图绘革命历史”“舞绘革命历

史”等政治任务的需求，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英

勇形象。其他如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女性革命

者的相关研究也通常表现出这种趋势，即以衍生艺

术作品研究为主，并不作为历史事件进行探讨，史实

与英雄故事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断裂的，叙事的性别

维度则完全被忽视。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第一手的地方文史资料和内部参考文件

为基础，材料中既包括公开出版发行的编年志、县

志、市志、地方史资料，例如《牡丹江市志》《中共牡丹

江地方史(1919-1949)》《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等；也

包括革命老兵回忆录、革命日记等文本，例如东北抗

日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周保中的日记、抗联战士

徐云卿的回忆录《英雄的姐妹》，以及“八女”战友的

访谈记录和回忆录汇编《八女投江史实考》。同时

本文还参考了非正式出版的内部文件和调查报告，

例如《黑龙江党史资料》第 1辑、《牡丹江党史资料》

第 3辑、《哈尔滨文史资料》第 25辑，以及基于东北

烈士纪念馆“八女投江”事迹调查小组集体调查完

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事迹新探》等。此

外，本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还包括上映于 1949年 11
月，由凌子风和翟强导演、颜一烟进行编剧的电影

《中华女儿》。

针对以上不同类型的研究材料，本文根据创作

主体的不同特点，将之区分为“讲述者”“记录者”和

“演绎者”三类主体。其中，“讲述者”是与“八女投

江”的历史事件距离较近、与八女中的具体人物有过

接触的亲近者，身份上被界定为与“八女”有直接关

联的抗联将领、抗联士兵、亲属等人，他们提供的是

基于个体体验上的集体回忆，多数作为调查报告中

的信源出现，展现出口头讲述相关经历的功能；“记

录者”的形象相对模糊，主要包括书面记录等文本

的实地调查者和统合撰写者，多采用单位名称或笔

名出现，包含一定程度的集体创作，将“讲述者”提

供的“八女投江”进行加工，使之形成历史性叙述；

“演绎者”则主要指向对“八女投江”故事进行不同

形式改编的文艺创作者们，这类主体通常基于艺术

创作目的，有主观增加文本内容的需要，且往往会

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下相对明确的文艺宣传政策，

主要在前两类信息基础上将历史记叙戏剧化，主动

地建构出具象的八位女战士形象、演绎出更细节的

情节。

同时，这三类主体当中，对真实/虚构界限的理

解亦呈现出明显差异：“讲述者”主动进行回忆或试

图以科学方法采集回忆，需要为历史事件提供更多

细节性的信息，包括“八女”的姓名、身份、经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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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部队行进安排及策略等相对客观、可供查证比

照的信息，也包括性格、爱好、长相等用于丰富形象、

相对主观的信息，亦因此是以“真实”作为追求，但回

忆主体难以避免地在回忆中表现出了超出“真实”范

畴的内容；“记录者”以历史书写的方式进行对事迹

的整理，既可能是需要叙述完整故事，也可能是以大

事记形式简略交待人物、时间、地点，各编写组以“考

证”结果为基础，不追求突破“讲述者”给定的故事框

架，对吸引读者/倾听者的主观需求低；而“演绎者”

所进行的记忆塑造，与“记录者”相比更重视故事内

容的丰富性，主观上有制造戏剧冲突的需要，带来了

主动性的虚构，从而为革命事迹建立起一个完整的

场景。

四、“性别的记忆”的建构机制

性别的记忆是如何被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具象构

建出来？针对这一问题，本部分主要以 1949年以来

各类史料档案、宣传印刷品、影像中“八女投江”的文

本材料为基础，分析不同类型的记忆者的叙事异同，

追溯其产生差异之原因，按照时间脉络对话语和叙

事转变中的变与不变做出梳理。我们从中发现，在

“八女投江”集体记忆建构的整个过程中，不同类型

的文本创作者的性别话语始终把持着叙述的主体权

力，根据原始材料不断丰富着整个叙事，也因此形成

了一套由史实编写成故事、再由故事重新考证历史

的架构逻辑。

据此，我们提出在革命的性别叙事中产生“性别

的记忆”的四种机制：嫁接、渲染、再考证、性别对

焦。这四种机制作用于原始文本，共同影响着后续

文本中性别要素的体现，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八

女投江”的通行版本。具体来说，嫁接、渲染、再考证

这三种机制往往作为一种“说故事的技巧”，可以适

用于广泛对象和内容的记忆塑造，并不必然与性别

的记忆绑定，而性别对焦则更为凸显性别叙事的元

素，是在前三个机制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有赖于记

忆塑造的嫁接、渲染、再考证，但同时也作为新的机

制加入到记忆塑造的过程中。换言之，前三种机制

为第四种提供了积淀过程，形成了考察性别要素的

基础；第四种机制则引入新的视角，将关注点集中于

性别之上，以期回答提出的问题。

(一)记忆的嫁接：移植经历

构造性别的记忆的第一道机制，是记忆的嫁接，

而记忆嫁接的创作者，更多的来自记忆主体中亲近

历史现场的“讲述者”。所谓嫁接，是指回忆者无需

亲临现场，甚至无需对事件本身的具体情况有明确

记忆，便能够主动或被动地把自身经历或他人经历

嫁接至历史现场，充实对个别事件的回忆，再重新将

个别事件汇入革命历史。

一般而言，回忆者往往需要调动起自己关于某

段特定记忆的所有体验，才能尽可能地完成对记忆

的复述，因此，记忆场景本身是复调的场景，不同回

忆者的视角与声音相互交融，藉以展开篇章。然

而，一旦我们将视线投向回忆者本身，就会看到主

体其他记忆、其他回忆者对此段复述的影响。必须

强调的是，“八女投江”这一历史事件以八位主角的

牺牲作为结局，本身必然缺乏亲历者的叙述，只能

通过“八女”战友、亲属的有限信息不断调整叙述方

式。这类“讲述者”提供的革命日记、回忆录、访谈

材料形成了记忆的初始信息，于是，记忆的嫁接服

务于已经定调的历史事件，为回忆事件、回忆人物

提供了可能性。

“八女投江”事件的最初记录相当简略直白。

1938年 11月 4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道：

又讯，我五军关师长书范，于西南远征归抵刁

翎。半月前，在三家方向拟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

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

深久革命历史之金世峰及妇女冷云(郑××)、杨秀珍等

八人，悉行溺江损躯。宝清有我联军第五军第三师

八团一连激战日贼蒙古军之烈士山，乌斯浑河畔牡

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周保中的消息来源是军事情报式的，不足150字
概述了时间、地点、军队番号、参与人员、战役结果，

日记选段最后一句则为感慨。在他的最初表述中，

八名牺牲妇女的名字并未列全，只出现了三人的全

名，并且这三人的名字是否正确，也并不确定，而其

余牺牲的女战士身份则更加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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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1949年后任松江

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回忆录《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

斗简史》中，第一次记叙了这一历史事件，尽管其表

述也同样缺乏对具体时间、地点、人物的了解：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佳木斯的一个小学校女教

员冷云同志，她也加入了游击队工作，一天，随着一

个小队游击队员，休息在牡丹江岸上。这里尚有

其他妇女七人，大家在举火作饭的当儿，忽然被敌

人三面包围上来，前面是江，只有这队的男游击员

会泅水的，都泅过去了。但是所余下的她和七名

妇女全都望洋而叹，况且那时又当牡丹江秋水泛

滥的时候，水势又非常底急，她们八人宁死不肯被

敌所俘，她们一同视死如归地，投入了牡丹江的怒

涛中去了。

1949年 11月，根据这些基础记录，以“八女投

江”为蓝本创作的电影《中华女儿》上映，后于1950年
获得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影展自由斗争奖。《中华

女儿》编剧颜一烟曾创作大量以抗日战争作为背景

的文学剧本，在剧本策划阶段，她采访了众多抗联战

士，最终决定以“八女投江”作为创作题材，并集中进

行相关材料搜集。在此过程中，她与周保中进行了

沟通，并在回忆中将之转述：“‘八女投江’是事实，一

次出发，在江边被敌人包围，奋战数小时，弹尽后，宁

死不做俘虏，英勇壮烈地投江牺牲了！”对于“八女”

的具体身份，周保中告知颜一烟的信息也非常有限：

“这八位女英雄中，有两位是朝鲜同志，其中一位姓

安。她们也是毫不犹豫地跟那六位女同志一起，在

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换言之，

该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资料实际上是非常

有限的，但是通过编剧的艺术加工制作出了很多经

典的镜头。该电影最经典的一幕场景，就是8位女战

士手挽着手、肩靠着肩(其中还有一位受伤的女战士

被战友抱在怀里)，站在齐腰深的河里，目光坚定地

望着前方，行将慷慨就义。而这一幕场景，也从影像

的视角，给予了后来的回忆录撰写者和历史资料编

写者一幅动态的视觉构图。

1960年，抗联战士徐云卿根据自己在东北抗联

第五军妇女团生活的记录，出版了回忆录《英雄的姐

妹》。徐云卿 1936年 5月参加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

团一大队，一直待到1941年才去往苏联，可以说对抗

联妇女团的生活非常熟悉，也和“八女”有过共同战

斗的经历，因此是一位具有类亲历者记忆特征的重

要记忆者。

在这本回忆录中，“八女”牺牲的事实是由师长

李文彬向徐云卿和战友们传达的。她在正文叙述

中第一次完整提及“八女投江”事件，是路过李文彬

坟、回忆与李文彬相处细节中一笔带过的：“到了李

师长的坟前，同志们都摘了帽子，低下头。这时候，

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东西，这里有：(中略)
他含着眼泪向我讲述八女投江；还有同志们讲述的

他带领的小分队被鬼子重重包围后，宁死不屈，战死

在疆场上的英雄壮举……”全书中部正式分出“八

女投江”章节时，仍是以转述方式直叙整个事件：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李文彬师长因事来到我们的

驻地……最后，他才怀着深沉的悲痛告诉我，‘有

八个女同志牺牲在牡丹江里了’。”交待了自己当

时的心理活动后，徐云卿才开始正式转述“八女投

江”的事迹。

但是，在徐云卿的个人回忆中，有关“八女”的个

人特征只出现在片段性的描述中，也在徐云卿听闻

八人牺牲的心理感受中一览无余：

听完了李师长的叙述，我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燃

烧。我难过极了。可是，我流不出一滴眼泪。我的

眼前，仿佛有一片滚滚的江水，八个英雄的姐妹挽着

手向我走来，这里有我的老师——那个蛋形脸，高鼻

梁、大眼睛的冷云同志；这里有带着一身孩子气，却

又不愿别人叫她小孩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小王；这里

有成天笑呵呵的，对战斗、工作、生活又那么严肃的

小黄；这里有带着两个战士摸入敌人阵地，用手榴弹

炸毁敌人哨所的勇敢、坚定的胡班长；也有我最熟悉

的战友、那个受尽了旧社会苦难折磨的杨贵珍；还有

天真活泼的小郭和朝鲜族的安大姐。另外一个，李

师长说不上她的名字了。我虽然不知道她是谁，可

是我熟悉她。因为我们曾在一块采集野菜，我们曾

在一块给战士们缝制军服，我们曾在一起睡觉、吃

饭，也曾在一起学习、战斗。那过去的，和英雄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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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度过的生活，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里可以看到，在徐云卿的叙述中，小王、小黄、

小郭、安大姐的名字都是模糊的、口语称呼式的，显

然她并不清楚这四个人的全名。而当提及第八位

女战士时，徐云卿的回忆就更加模糊了，使用的是

“我虽然不知道她是谁，可是我熟悉她”这样的描

述，并将此前所在妇女团日常生活中挖野菜、缝军

服的共同回忆，整体嫁接到英雄叙事当中。在对八

位女战士的牺牲故事进行总结时，徐云卿也将“八

女”融合进了革命的群像中，以服从于“英雄的姐

妹”主题：

这期间，我们之中发生了许多壮烈的事件，英雄

的姐妹们的热血浸透了祖国的山河。牡丹江里奔流

着我们八位英雄战友的血液，完达山上、乌苏里江畔

也埋葬着我们宁死不屈、战死在疆场上的姐妹的尸

体。这期间，我们和抗联所有的战士一起，在各种

艰辛困苦的环境里，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的最

后胜利。

在其他研究中，《英雄的姐妹》一直被认为是对

“八女投江”的专门叙述，冷云等人物在此后叙事中

呈现的性格特征，总体也是基于徐云卿回忆录中所

提及的相处细节。但事实上，“八女”的故事其实并

不是徐云卿叙事的全部，而仅作为她对东北抗联生

活回忆的一部分。在 2005年此书再版时，根据其女

白福兰的回忆，“她(徐云卿)文化程度不高，写出的

字大大小小，语句也不通顺，组织上派人来帮助她

整理”，这也证实此回忆录并不能完全定性为个人

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周保中的原始表述中，“八女投

江”事迹并不复杂，围绕着八位女同志牺牲在牡丹江

支流乌斯浑河的事实展开叙述。其后颜一烟撰写的

《中华女儿》剧情、场景，为“八女投江”搭建了情节框

架，并赋予了动态的影像画面。和以编剧身份介入

到记忆叙述、明确意识到“创作题材”的颜一烟相比，

徐云卿作为“讲述者”则在回忆录中将在东北抗联生

活中的个人经历整体移植进对“八女”的集体回忆

中。这种嫁接式记忆，不仅是对“八女”中不同人物

特征的补完，更是对故事的整体升华，将由集体记忆

想象出的个体叙事重新推回到集体记忆中。同

时，徐云卿的回忆基本是围绕“八女”各自和“徐云

卿”的相处展开，八人之间的关系则是空白的，这

也鼓动后来的书写者尝试还原“八女”在军队中相

处的场景。

(二)记忆的渲染：重构现场

构造性别的记忆的第二道机制，是记忆的渲

染。所谓渲染，是指以总体叙事作为服务对象，将模

糊的历史加以深入勾勒，在原本极其有限的信息基

础上重构现场，增强在场感，从而渲染出更具有戏剧

性与真实性的多维度场景。这一部分的效果由记忆

的“讲述者”与“记录者”共同完成，最终融汇成“演绎

者”镜头下的影像。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华女儿》所展现的

战友情谊、战斗场景、庄严氛围及丰富的台词与人物

关系，一方面是影视作品在表达手法上的固有特点，

另一方面也是“八女投江”故事性叙述的整体倾向。

除了易于展现场景的电影、连环画等载体外，回忆者

和史料编纂者也在文字叙述中展现出渲染记忆的倾

向，着力于利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来烘托氛围、增

添细节、制造戏剧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调整角色

身份与人物特质的描画。

在嫁接记忆的基础上，不在现场的徐云卿在

回忆中还为故事增添了不少想象中的现场细节：

“半夜，附近突然响起了枪声。胡班长急忙将大家

叫醒……八名女战士被敌人包围了。”在与敌人的

战斗中，“久经锻炼的女战士”胡班长发挥了领导作

用，八人一同奋战至“东边的天空已露出鱼肚白

色”，多人负伤，子弹剩余不多，才决定渡江。此时

的渡江并非是为了避免被俘虏而殉国，而是尝试求

生突围。胡班长鼓励其他人渡江，自己则留下掩护：

胡班长瞅了瞅战友们，坚定地说：“同志们，留下

的，也要活着渡过江去。我留下！别争了。快些行

动吧！”说着，她就把负了伤的冷云同志扶在杨贵珍

的肩上。同志们深切地望了望胡班长，扶着、背着受

伤的战友，一步步地下了山坡，跨进翻腾的江流向江

心走去。

在回忆中，徐云卿不仅构建了场景环境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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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还详细描述了语言与动作，这也成为此后“八

女投江”叙事的常态——河水冰冷汹涌，秋风萧瑟呜

咽。结局亦是生动细致的场景再现：“我们八个英雄

的女战士，紧紧地挽着手，推着汹涌大浪，昂头挺胸，

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高唱着《国际歌》，迎着东方的

黎明，向前冲去。就这样，他们英勇地牺牲在牡丹江

里。”通过与《中华女儿》电影场景的比较，徐云卿对

“八女”接受任务、胡班长的具体行动、冷云的负伤、

整体场景气氛等细节的描述存在较大重合，极有可

能受到了电影场景叙事的影响。

“文革”结束之后，历史研究和党政宣传工作回

归正轨，“八女投江”的故事也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当“八女”身份被周保中、徐云卿及其他抗联

战士确定、“投江”地点也被确认后，这一事件被列入

史实当中，在地方史、抗联史记叙中频繁出现，并同

样表现出了对紧张气氛、高尚精神的推崇，持续向原

始文本中添加细节。

例如 1981年出版的《东北抗日烈士传》第 3辑，

收录了《民族的骄傲——抗联“八女投江”事迹》一

文，作者署名为“质慧”。这篇文章相当完整地呈现

了“八女投江”的全过程，此后关于“八女投江”的故

事基本都按照这一逻辑书写，仅在心理描写、具体语

言和措辞上有调整。

和《英雄的姐妹》相比，《民族的骄傲》加入了更

为生动的细节描写，也基本确定了“八女”各自的姓

名、身份，并展现出戏剧性冲突，加入了英雄人物的

敌对方“大特务”的描写。全文开篇是对战争背景的

简介，交待抗联生存、战斗之不易，前一次战役使得

妇女团仅存八人，到达牡丹江地区的山林中，环境仍

然非常艰苦，“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军队继续移

动，选择在乌斯浑河边露营，准备次日拂晓渡河。之

后是大特务葛海禄向当地日本守备队报信，日伪军

赶到江畔埋伏的过渡段。接着拂晓已至，妇女团渡

河，此时敌人发动了攻击。在对攻击的描写当中，既

有“八女”内部战术安排的描写，又有她们向大部队

示警、大部队向林中撤退的描写。最后，当子弹用完

后，指导员冷云鼓励同志们渡河：

冷云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向大家说：“同志

们！咱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

虏！现在咱们弹尽援绝了，只有趟水过河。能过

去，就找到军部继续抗日，战斗到底；过不去，宁肯

死在河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战死是我们的最

大光荣！”

这里出现了一个记忆叙事中的重大转变，独白

的主角已从《英雄的姐妹》中的胡班长(胡秀芝/胡秀

之)转向了指导员冷云。此后出版的档案史料都延

续了这一范本，把核心对话交由指导员冷云完成。

一方面，这是由故事编写的史料条件决定的，冷云

的个人资料相对丰富、个体经历也相对曲折，相比

仅能依赖电影情节塑造形象的胡班长，她更适合成

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核心权

力由班长转至指导员，政治领导在军队运作中更加

突出。

在投江的场景中，河水是“水深浪急，波涛汹

涌”，敌人则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喊叫，诱导女战士们

投降。投江结束后，一切归于平静，除了敌人尸体和

炮火痕迹，只留下“被八女投江这悲壮场面惊得呆若

木鸡似的日本守备队和伪军”。文章末尾，完成了故

事叙述之后，作者转而将视角拉回现实，称赞“八

女”的英勇与伟大，激励中华民族后代为国家富强

而奋斗。

1987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收录了《八

女英魂，光照千秋》一文，整体信息量和《民族的骄

傲》差距不大，但措辞更为情绪化。同年出版的《牡

丹江党史资料》，收录《八女投江》一文，基本逻辑与

《民族的骄傲》一致，独白内容基本一字未改，但采用

了更多的串联句，例如在讲到葛海禄时，表述为“在

夜阑更深的时刻，一个罪恶的幽灵出现了”，冷云的

态度也更加坚决，原有的“下定决心”直接被替换为

“慷慨激昂”。而 1999年出版的《牡丹江抗日十四

年》，所收录的《万古流芳“八女魂”》一文，改动了冷

云独白的具体内容，叙述更加书面化，将集体牺牲行

动的思想高度进一步提升：

冷云架起负伤的战士，慷慨激昂地说：“抗联战

士宁死不当俘虏。过河找到部队，将抗战继续下

去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她望着波涛汹涌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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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如果不能过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死

而无憾！”

专门单独讲述“八女投江”的史料书籍数量有

限，大部分惯于将之作为抗联史或地方史的一部分

展现出来。在史实的基础上，尽管编者明确表示“以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

求史实准确，评价恰当，较全面地反映每个烈士的生

平事迹”。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固有史实逻辑事实

上在不断重复，其他“人性化”的想象则不断被添加

进来。记忆渲染所实现的效果是相当矛盾的，一方

面，这一机制将动作、神态、心理活动与戏剧化的台

词引入故事，丰富了故事的维度，重构出一种看似真

实可感的生动现场；另一方面，戏剧性的渲染机制使

得历史事件脱离了原始文本，也脱离了记忆能够达

到的边界，从而重塑并强化了有关“八女投江”的集

体印记。

(三)记忆的再考证：拟合叠加

构造性别的记忆的第三道机制，是记忆的再考

证。再考证的创作主体主要来自“记录者”。所谓再

考证，是指在已有官方表述的历史事件经过嫁接与

渲染形成了一套典型的革命叙事后，这一历史事件

作为地方史、近代史的片段又不断被考证，考证所获

得的历史证据被拟合叠加到原有的故事叙述当中，

从而生产出一段具有来龙去脉的完整“事迹”。换言

之，以地方志写作组、地方党史写作组为代表的“记

录者”的出发点，并非寻找新的史料证据记录“信

史”，而是拓展并强化原有叙述的真实性，并在拟合

过程中，将故事的叙述与调查考证服务于革命宣

传。在这一环节中，“记录者”的历史书写者身份变

相构成了叙述的“客观性”基础，并尽可能维护着革

命叙事的思路。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考证工作，主要目的

之一是确认“八女”的身份，并具象还原该起历史事

件的全过程。1958年出版的《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
辑因为出版时间较早，因此只是点出了指导员冷云

和一名女战士，以及他们的行军路线：“一九三八年

秋，五军一师中止西征返回牡丹江后方，途中在林口

红石砬子遭敌包围。妇女团此时只剩下指导员冷云

和安顺福等八名女战士，她们掩护主力撤退、英勇奋

战，最后弹尽援绝，从容投入激流滚滚的乌斯浑河，

全部壮烈牺牲。”

1962年，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八女投江事迹调查

小组集体调查的一份内部报告《东北抗日联军“八女

投江”事迹新探》，则基本确定了“八女”具体身份和

投江的大致位置，并对当时的考证工作进行了细致

的田野记录。这一份内部材料是由时任东北烈士纪

念馆馆长的温野整理著文，访谈对象包括《英雄的姐

妹》作者徐云卿、抗联五军一师参谋金世峰、“八女”

之一杨贵珍的父亲、冷云亲属与友人、“八女投江”发

生后路过乌斯浑河的当地居民等人，其中很多细节

部分，包括路程、地点、战斗方式都有具象化的描述，

汉奸葛海禄、参谋金世峰的具体姓名和行为也得到

了展现。尽管行文简洁，但文中仍然保留了对“现

场”的强调：

很快她们的子弹就打光了，有的同志也负了重

伤，敌人看见她们弹尽了，就疯狂地冲了上来，并嗥

叫着：“投降！”“捉活的！”面前是凶恶的敌人，背后是

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冷云等八

位女同志毫不犹豫，从容地架起了负伤的战友，手挽

着手，高唱着战歌，决然地跳下了水深浪急寒流刺骨

的乌斯浑河……

此调查报告中虽然没有冷云独白，但已经以冷

云为核心进行描写；没有指明是《国际歌》，但也表述

为“高唱着战歌”。有趣的是，这一份调查报告的拓

展版本其后被收录于 2003年内部发行的《哈尔滨文

史资料》第25辑中。在这篇针对其20世纪60年代田

野调查经历进行的补充中，温野在开篇指出：

这一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当上个世纪50
年代后期，我从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志愿到东

北烈士纪念馆从事革命斗争史和烈士事迹研究工作

时，却发现那些反映“八女投江”事迹的文艺作品都

是根据传说编辑而成的，就连本馆陈列的“八女投

江”事迹也只是一幅油画作品和八女之一冷云的极

其简单的简历，说不清楚史实。至于这一事件发生

在何年、何月、何地，八位女烈士的姓名、具体的战斗

情节等等，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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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新添加的作者陈述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的情况之下，早期的调查

考证，是服务于宣传弘扬的需要，通过考证和调查以

丰富历史细节，并试图还原历史现场，但却陷入到对

传统的故事范本的构造模式之中，并顺其自然地将

考证融合为了故事的叙述风格。由《中华女儿》电影

虚构的画面仍然被保留，也成为了革命叙事的重要

锚点：尽管考证工作中没有任何信息能直接指向“八

女投江”的最终时刻，但温野仍然详尽地描述了投江

一幕的壮烈场景。

20世纪80年代后的考证工作，也基本是延续同

一风格，围绕着对“八女投江”的历史细节进行确认，

内核上依旧以故事性的框架为蓝本进行考证，或是

将早期的调查证据叠加进新的记忆叙事中。1986年
内部发行的《八女投江文史辑》，收录了抗联战士、冷

云兄长、林口县老干部等人的口述资料，还对1962年
温野等人部分采访工作的记录稿进行了重新整理，

继续细化对“八女”的身世、性格、经历的考证。上

述相关考证成果其后被收录于 2008年出版的《八女

投江史实考》一书中。此书汇编了和“八女”有关联

的口述史、访谈材料，对该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考

证。于春芳曾任林口副县长等职务，对林口当地的

熟悉程度较高，有收集各类资料的优越条件。在前

人工作基础上，于春芳又增加了发现“八女”遗体的

战士胡真一的口述资料。但是，上述所有具有第一

手价值的口述记录，都仍未突破对“八女投江”的固

有叙述框架，并表现出回忆过程的不可控性。“当事

人”提供的回忆，往往并不相互印证，而是以相互补

充的形式完成了对“八女”身份的回忆。

譬如，在《八女投江文史辑》中，东北抗联第五军

战士刘广友表示“你们找我调查这件事已经是第四

批了”。刘广友于1962年参与了多次省内组织的“八

女投江”相关座谈会、实地考察，实际上是在这一过

程中加深了对“八女”的了解：“我们由于不和八女在

一起活动，就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东北烈士纪念

馆来调查时，基本确定下来八名烈士是冷云(郑志

民)、安顺福(朝鲜族、四军的)、杨贵珍、胡秀芝、郭桂

琴、黄桂清、王惠民和李凤善(朝鲜族)。”

而在《八女投江史实考》中，寻找“八女”遗体的

战士胡真一则对当时的所见所闻回忆道：

晚上敌人撤走以后我们去检查，发现一个小丫

头挂在柳树毛子上，人死了。老柴(指柴世荣军长)知
道了，第二天早晨说：“今天上午什么也不干了，都拉

上来！”我们去埋的，扒的坟……(问：埋几位？)埋 5
位。(问：就地埋了？)就地埋了！(问：那 3个没找到

吗？)那3个没找到。(问：冷云在这5个人中吗？)冷
云在这5个人中。

在胡真一的具体表述中，她并未亲历过战斗现

场，在寻找遗体的工作中只确定了冷云身份，且最终

只找到五人遗体的结果并未影响到对“八女投江”人

数的确信，其后的相关考证工作也没有再对遗体掩

埋地点做进一步确认。

与此同时，新的史料证据不仅通过记忆叙事来

完成，也通过图像增加拟合的真实度。《八女投江史

实考》在书里还综合了之前几组各不相同的“八

女”肖像画的特点，除冷云使用真实照片外，于春

芳重新绘制了一组在口述访谈中得到“八女”当年

战友和亲属认可的“照片”。这一组“照片”经过询

证之后，正式成为了官方记录中的“真实”人物立

像。不论是在牡丹江市“八女投江”博物馆还是在

后期“八女”故事再叙述中，大都采用了这组照

片。图像和文字中保留的性格特点结合在一起，

“八女”的存在真实性得以确认，甚至连外在形象都

丰满立体了起来。

这种看似回归史实的记忆再考证表面上追求考

察与考证，但在收集资料后仍然着力于为革命叙事

服务，继续将故事层次拔高，将历史细节丰满，并期

望将八位女战士的经历汇入轰轰烈烈的英雄图景当

中。但对于这段记忆的主体和客体而言，所谓再考

证，实际上是将结论前置化，将证据故事化，以满足

在史实层面构架新的更为丰富的记忆叙事。

(四)记忆的性别对焦：构建去性别化革命观

构造性别的记忆的第四道机制，是记忆的性别

对焦，由“讲述者”和“记录者”相互映射、共同完成，

并在“演绎者”的具象深描之下，得到升华。所谓性

别对焦，是指在记忆塑造的嫁接、渲染、再考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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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女性被进一步聚焦在其特有的性别特质上，包括

诸如妻子、女儿、母亲、恋人等社会角色的身份判定，

以及言谈举止、心理活动、外貌衣着等日常生活细

节。这种性别的对焦，在前三种机制的推进中透露

出模糊的影像，进而在演绎者的文艺创作中清晰地

汇聚成像，其本质是为了将性别特质辅佐革命叙事，

通过放大女性的革命热情，呈现出女性为了革命理

想而主动牺牲自我性别特质的去性别化革命观。换

句话说，性别和革命叙事在此达成统一，女性的个人

性别特质愈集中、愈鲜明，最终去性别化的非个人形

象就愈立体、愈饱满，从而为革命牺牲赋予了崭新的

功能性和记忆传承的合法性。

首先，记忆的性别对焦主要体现在身份判定

上。在不同年代对“八女投江”的不同叙述当中，

叙述者们都秉持着一个共同原则：反映出该时代

对人 (模范性的人)/女战士的标准概念。在身份

上，她们需要扮演妻子、母亲与恋人的形象，从而

引入叙事中的支线。某种意义上，这冲散了个体

情绪与性别身份的表达，建立在个体情绪基础上

的感情无法成为主要旋律，只能作为激发革命情

感的前置要素。

如前文所述，“八女投江”的主人公被看作是“中

华女儿”，被徐云卿称作“英雄的姐妹”(在使用这一

称呼时，徐云卿也将整个抗联妇女团纳入其中)，也
因此表现出了宏观革命语境中惯有的“女儿”与“姐

妹”的特质，具体到微观互动中，更有恋人、妻子、女

儿等家庭身份。在谈到对剧本的命名时，《中华女

儿》编剧颜一烟在回忆时表述道：“我原来给剧本取

的名字，是《抗联的女儿》。长春市委审查剧本后说：

‘这种精神，这种伟大的气节，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

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的，为什么不叫中华女儿呢？’这

就是剧本名称的由来。”在这部电影当时的宣传海

报上，英文片名被翻译为“Daughters of China”，参与

评奖时采用的波兰译名为“Corki chin”同样将身份定

位在“女儿”形象上。革命的宣传策略强调集体精神

与奉献精神，尝试重新把家庭关系投射到革命事业

当中，面对这种语境，群体当中的同志们以战友情谊

相互支撑，弥补家庭的缺位，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的孩

子、战友的兄弟姐妹。

在《中华女儿》的剧本创作当中，也不乏因战争

牺牲的男性士兵(原电影中均称为指战员)，正如《英

雄的姐妹》回忆录当中时常有队长、师长等男性军官

出场。前者服务于剧情需要，为主人公带来新的军

事任务或战事讯息，推动情节发展，支撑着故事进展

直至英勇牺牲的一刻；后者则不时打断以女性群体

为核心对象的回忆历程，成为某一事件的信源或唤

起徐云卿自己的又一轮回忆内容。即便二者差异如

此之大，也仍然保留着相当明确的共通点，即整个故

事肩负着“中华女儿”与“英雄的姐妹”传奇式的历史

任务，将个体特殊性重新隐藏到集体统一性当中。

从后来的回忆文章中看，颜一烟的创作思路相

当清晰：

既然题目是“八女投江”，当然必须塑造好这八

位女英雄的形象，但是电影篇幅所限，不允许对八位

女英雄平均使用力量，于是，我就想着重描写三个人

物：一是冷云，她是指导员，想通过她来体现党的领

导；二是胡秀芝，想作为苦大仇深的农民女战士的代

表，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是极为典型的；三是安大姐，

她是朝鲜人，想通过她表现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

的战斗友谊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后“投江”的

情节是完全真实的，但整个故事则是虚构的。

但在影片的实际呈现上，胡秀芝(电影中写作胡

秀之)的戏份偏多、角色较为完整，影片开头她还是

普通农家妇女，卧病在床的丈夫惨死于日军“并屯

子”烧掠村庄的暴行中，而她被日军抓住，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丈夫被害，幸好抗联及时赶到击退日军，胡

秀芝才得以获救。获救后，她找到抗联，直白地要求

加入抗日队伍：“你们把我也带走吧！”影片便依照这

条线索行进，顺次展现了她加入抗联、参与战斗、克

服困难、光荣入党、最终壮烈牺牲的全过程。

再以1987年出版的《牡丹江党史资料》第3辑为

例，其中所收录的《万古流芳“八女魂”》一文，详细描

写了露营时八位女战士的行动，她们围着篝火休息，

心中依次闪回过去的记忆片段，变相向读者展现她

们的性别特质：

火光熊熊，映照着八张年轻而美丽的容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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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坚强的心灵，都充满着对胜利的期盼。13岁的

王惠民看上去分明还是个孩子，然而千里征途她却

从没掉过队。她12岁和爸爸上山参加抗联，大人们

都夸她是个勇敢的孩子。此时，她已倒在杨贵珍的

怀里睡着了，笑靥里盛满了甜美的梦。

安顺福把自己的衣服盖在小妹妹王惠民的身

上。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入党的老战士曾

是抗联四军被服厂的厂长。每当部队宿营或途中

休息时，她都争着给战士们缝补衣裳……为了斗争

的需要，她把孩子送到老乡家抚养。孩子今年已该

5岁了，此时，这位母亲的心头又涌起了一份长长的

牵挂。

指导员冷云却很难入眠……她把生下仅两个月

的女儿托人抚育，自己毅然参加了西征的行列。

当视角落回个体时，妻子、母亲、女儿的家庭身

份屡次浮现，传统性别分工意义上的缝补工作也被

刻意凸显出来，在记忆中制造出了又一重回忆，而

回忆的内容则是家庭与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

段叙事还专门强调了安顺福和冷云都曾有生育经

历，之后遭逢变故，不得不将孩子托人抚养、孤身一

人加入西征行伍当中，但生育本身可能带来的不便

与困扰完全被隐藏了，母子关系脱离，只能留下出

于创作者想象的“一份长长的牵挂”。妇女团内部

的相处方式是姐妹/母女式的家庭关系，分层次展现

出不同身份的角色配合，尽可能支撑起这个缺乏细

节的故事，从而展示出妇女团的团结性，事实上，这

种刻意的分工、性格异质性仍然服从于对同质性的

建构。

其次，记忆的性别对焦还体现在形象描绘上。

与身份判定相比，形象的呈现是潜移默化的，在日常

生活细节中表现出细腻的性别形象。也正是在这

一过程中，性别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冲突浮出水面。

当冲突爆发，性别要素与革命性此消彼长，并且只

有通过克服性别意识才可以更好地展现出主体的革

命性。

以电影《中华女儿》为例，影片中集中表现出“八

女”性别形象的有两段情节，其一是在胡秀芝加入抗

联队伍后，队伍中的其他女兵为她带来崭新的军服、

军帽、背包等，环绕在她身边等待整装，换上全身军

装后，胡秀芝发现头上的发髻使得军帽无法正常穿

戴，于是主动提出要剪掉这个“封建疙瘩”。至此，她

的外在形象终于完全摆脱传统农妇状态，摒弃特殊

性，与抗联队伍中的女兵形象达成一致。其二是在

抗联队伍取得一次战斗胜利后，简单的庆功宴上，战

士们欢乐唱歌、奏乐，应和着这种轻松活泼的氛围，

两位朝鲜女战士转到人群中间，毫无拘束地表演起

民族舞蹈来，于是更多战士加入到节拍里一起舞

蹈。这段情节当中，民族特色所传递的性别形象，主

要服务于革命的庆功场景，体现出了性别形象的革

命功能性。

与电影当中这种克制的性别形象表达相比，同

一故事的评剧题材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性别意识。

1959年，基于《中华女儿》改变的《八女投江》评剧(大
彬编剧，1959年)版本成型，沿用前者中的人物设置，

仍以胡秀芝作为主角，同时为“八女”中的其他人撰

写了背景故事，在原有情节基础上添加了很多复杂

的戏剧冲突，对角色情感的描摹更加细腻，为胡秀芝

设计了一段怀念亡夫、暗自落泪的情节：

胡秀芝：(忙拭泪)黄同志，你什么时候也出来了？

黄淑贞：等你打水不回去，我就看开你写的字卷

了。好哇，你参军这几个月政治、军事、文化都进步

得挺快，我真替你高兴。

胡秀芝：还不全靠指导员和你们大家帮助，我在

家懂什么呀！炕上剪子，地下锅，离了猪圈到鸡窝，

哪有队上这么多新鲜事呀！

黄淑贞：对呀！咱们妇女参加革命，好比小河里

的鱼游进了大海，虽然天地大了，可还总习惯转小圈

子，忘不掉眼皮下的小事；日子长了，才知道革命生

活是这么丰富，不仅要打鬼子，还要懂道理，学文化，

会生活，有理想……只要肯努力，这些就会把你充实

起来。你就会觉得革命、人生是那么有意思，再也不

想一个人伤心掉泪了。

在本段情节中，个人情绪的失控受到了革命情

感的抚慰，个体的痛苦与损失被集体的乐观与奋斗

消解。“小河里的鱼游进了大海”，这意味着参加革命

抬升了妇女本身的眼界与见识，要将她们从庸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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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动员缺乏知识的妇女以

文化知识、理想信念重新构建起认识世界的体系，

从而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从《中华女儿》电影到

《八女投江》评剧，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艺创作者

的演绎者通过聚焦于性别特质的细致描绘，来展现

出个体如何从行动上克服原有性别身份，特别是克

服性别特质中个体感情的关隘，从而在革命性上完

成自我升华，彰显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神。通过

性别对焦这一机制，“八女投江”革命叙事中的“女”

字被凸显出来，如同摄像机的对焦过程一样，从模

糊的原始影像中找到焦点，使之最终呈现为清晰的

图像。

五、结论与讨论：对记忆的塑造，对性别的建构

本文通过对“八女投江”事件相关的地方文史资

料、回忆录、电影文本和非公开的内部调查文件进行

比照验证，梳理了这一历史事件如何从日记中一则

简短的原始记录演绎成人物鲜明、对话生动、细节详

实的革命英雄版本。在对性别的记忆的四层机制分

析中，本文揭示出包括“讲述者”“记录者”“演绎者”

这三类不同的创作主体如何从性别视角切入，将个

体情感与性别身份融汇至宏大的革命集体精神中，

从而在社会记忆层面塑造出“中华的女儿”“英雄的

姐妹”等革命英雄典型。

具体而言，三类创作者在革命叙事中处理性别

议题时表现出了一定差异性。“讲述者”对性别议题

的关注和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性别带来的身份差异

并不会作为回忆录或者访谈的关注要点，而更多作

为革命战士身份的修饰性表述，在有限范畴中为英

雄事迹的宣传工作提供了相对特殊的案例(如年轻

女战士的壮烈牺牲)。在“讲述者”提供的材料基础

上，“记录者”表现出的性别认识通常是透过再考证

机制体现出来的，在具体修辞上有相对明显的偏好，

并且会在叙述的处理中整合进一定程度的性别特

质，女性元素通常通过“年轻而美丽”等细节处表现

出来。与前两类创作者相比，“演绎者”由于其较强

的主观创作目的，对性别议题更为关注，也更注重对

于女性特质的塑造，甚至会将女性身份所带来的问

题直接作为故事矛盾加以呈现，是性别对焦的一锤

定音，核心是对固有观念中的女性家庭身份和革命

意涵下的女性政治身份的冲突进行关注。

与此同时，三类创作者在处理性别特质与革命

精神之间的关系时也呈现出共性特征。首先，对性

别特质的强调作为革命宣传的一种正向策略，对女

性主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身份加以强化与巩固，着

力突破传统刻板观念里女性要围着灶台的观念，并

突出亲密的战友情谊为家庭关系补位。其次，对性

别特质的塑造作为革命宣传的一种逆向策略，在这

一关系下，尽管传统观念里女性地位低下、只能依附

他人的菟丝花形象已被打破，但是心思细腻、情感丰

富仍然是隶属于女性形象的关键部分。因此，性别

要素与革命精神形成明确冲突，必须克服个人情绪

和个体痛苦，才能真正融入集体、投身革命，发挥时

代需求下的女性革命精神。

必须指出的是，记忆本质上是没有性别特质的，

这种特质是被构建和嫁接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

性别和革命叙事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性别构成了

“革命”的一个侧面。从性别的记忆的建构中，我们

不难发现，不同记忆主体和创作者在讲述同一故事

的过程中，层层叠入大量的个体经历、在场的心理活

动与对话、情节的跌宕与冲突，并不断对焦行动者的

性别特质和身份判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去性别

化选择，从而完成从女性到革命英雄的叙事转化。

首先，所有对“八女投江”的叙事都强调集体性与某

种意义上的高度同质化，国家、民族被具象为家庭，

具体人物被抽象为家庭中的女儿、姐妹；第二，性别

身份来自于历史事件本身，但性别的塑造则来源于

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对女性群体的认知，“八女”所代

表的母亲、姐妹等身份服务于这种性别特质，“八女”

也随之从忽略性别要素的行动者成为克服小情小爱

的革命女性；第三，脱胎自史料的“八女投江”故事必

然受到后期记忆考证的影响，当“记录者”的考证取

得进展、视角落回“八女”内部的个体时，妻子、母亲、

女儿的家庭性别身份再次重新浮现，然而其目的仍

然是通过角色配合展现出群体的团结感，也就回归

到了集体性与高度同质化当中。在此基础上，叙事

者在服从于集体的革命精神和着落于个人的性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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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最终的结果是将落点推向更

为高尚的革命精神。这一层推进，正如哈布瓦赫在

分析社会信念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时所言：“社会思想

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

忆或记忆构成。但是，在其中，只有那些在每个时期

的社会中都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当中运作

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这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性别始终是“八女投江”记忆叙事中必

须涉及的潜在议题。正如贺萧所言：“在特别时刻，

如革命的时刻，社会性别的某些意义被剥离了。但

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性别的意义逐渐增长并缓慢发

生变化。”与此同时，每套文本的回忆者和创作者都

或多或少受到所在时代的影响，有意无意中透露出

对性别身份的理解，将个人的记忆嫁接至集体的记

忆当中，从而完成了对记忆的塑造及对性别的演

绎。当然，这种“性别的记忆”的概念可能也会带来

一定问题，由于女性是作为被记忆的客体而存在，因

此难以避免使得记忆平面化、单一化地共同指向生

产革命“事迹”之上。在这一意义上，必须要意识到

具体女性对象与抽象“女性”概念的差异，时刻关注

“女性革命者”这一身份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党员、

战士与革命者是否可以作为同一范畴进行分析？女

性革命者内部是否存在一定层级区分？例如，冷云

的经历及其所担任的指导员身份和一系列工作使得

与之相关的历史材料更为丰富，知识分子与革命者

的形象也相对更为凸显；而“八女”中年龄最小的则

往往以单纯活泼的小战士形象出场，“革命”特质相

对较低。

此外，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记忆塑造本身脱离

了具体事实，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化，模糊暧昧的印

象融入到对集体记忆的构建当中。以《国际歌》要素

如何进入到革命英雄事迹的叙述中为例，对于“八

女”决心牺牲、走入江水的场景描述，《中华女儿》使

用了配有悲壮背景音乐的长镜头特写，但是这一背

景音乐并非《国际歌》；1960年，徐云卿在其回忆录中

对这一场景添加了《国际歌》这一要素，之后绝大多

数历史材料、口述回忆、文学文本，也随之以“她们手

挽着手、高唱着《国际歌》”作为特定细节描写而延展

成共有的集体记忆。

在“八女投江”记忆叙事当中，社会性别所留下

的痕迹无处不在，具象至后人创作的精细画像、宏伟

雕像中的神态动作，抽象至各类叙述中采用的“手挽

手”等字眼，都将历史事件中主角的女性特征呈现出

来。Billie Melman认为，在特定时代下，女性历史与

建构是“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男性”(world-historical
man)下作为他者的对应线索，那么在这层意义上，

女性也与英雄气质、权威气质形成了对立——而对

于女性革命者、女性英雄而言，这又将如何统合呢？

在整个故事逐步被丰富、被生产的过程中，已经身殁

战场的“八女”由于缺乏主体性，而只能作为被记忆

的对象，而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们的叙事情节或基于

时代背景和宣传需要，或衍生自考证工作所得的年

龄、民族、职位、社会关系。革命精神本身确实在试

图消解原有概念中的性别差异，将女性推向英雄故

事与模范形象当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一

套文本当中，性别身份的低语都从未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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